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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有关于冲突复发的研究对复仇战争这一特殊类型关注不

足,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经验现象基于其动机和结果往往被视为非理性

行为。仇恨情感、风险偏好、预防心理、战后安排等视角可以提供有益解释,

却难以回答“复仇动机常有而复仇战争不常有”这一谜题。根据理性—情感

互动视角,国家自身的战略动员能力与对手的国际支持程度影响着战败国

对复仇成本—收益结构的判断,也关系到战败国仇恨情感的强度,是战败国

复仇机会与复仇意愿相互影响的逻辑起点。当先前战争的失败提升了战败

国的战略动员能力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当先前战争的胜

利降低了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通过对第五次俄土战争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埃及、

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的巴基斯坦进行案例分析,本文

论证出复仇战争的发生需要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对复仇战争进行探

讨,既能为理性选择主义与政治心理学的路径融合提供借鉴,也可为中国预

防周边争端的反复发生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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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对“国家为何而战”的理论探索本质上是对“和平何以维系”的现实关

怀。即使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通过逻辑恰当的理论类比,战争研究仍可为

人们理解那些不断重现的国际争端和危机提供教益。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是: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 进一步而言,在实力差距和地理距离等基本

条件满足战争门槛的前提下,同样遭受了战争失败,为何有些战败国选择对

战胜国发动复仇战争,而有些战败国却没有这样做?①

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似乎并非由其理性选择所致,因而难以用传统的国

际冲突理论进行解释,这一困难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战争决

策上看,复仇战争并不符合针对一般性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詹姆斯·费伦

(JamesD.Fearon)认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和承诺问题

(commitmentproblems)导 致 国 家 之 间 难 以 在 实 际 存 在 的 议 价 空 间

(bargainingspace)内达成协议,从而使理性国家最终选择了战争。② 照此推

论,战争将是国家间讨价还价过程的继续,可以更真实地揭示出双方的相对

实力、战略决心、作战成本等私人信息(privateinformation),从而降低信息

不对称的程度。③ 如此,战争双方所达成的谈判结果将充分反映战后的实力

①

②

③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关于战争一般性条件的提醒,如果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存在

等级性实力差距、地理距离超过军事力量投送范围,那么复仇战争就不具备发生的前提

条件,因此有必要对研究问题进行前提限定。

JamesD.Fearon,“RationalistExplanationsforWa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49,No.3,1995,pp.379-414.费 伦 还 指 出 了 “议 题 的 不 可 分 割 性”(issue
indivisibility)对战争的意义,但他同时认为这一因素的解释力较为有限。

Harrison Wagner,“Bargainingand War,”American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Vol.44,No.3,2000,pp.469-484;DarrenFilsonandSuzanneWerner,“A
BargainingModelofWarandPeace:AnticipatingtheOnset,Duration,andOutcomeof
War,”AmericanJournalof PoliticalScience,Vol.46,No.4,2002,pp.819-838;

BranislavL.Slantchev,“ThePrincipleofConvergencein Wartime Negotiations,”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7,No.4,2003,pp.621-632;RobertPowell,
“BargainingandLearningwhileFighting,”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48,

No.2,2004,pp.344-361;AlastairSmithandAllanC.Stam,“BargainingandtheNatureof
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48,No.6,2004,pp.78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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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此外,战后协议不仅是战败国向战胜国妥协的结果,同时也是战胜国

在继续战争所需成本与现阶段胜利所获收益之间理性权衡的产物。因此,

战争的高成本现实和继续战争的高成本预期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承诺可信性

问题,使得遵守协议成为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选择。① 在此条件下,费伦

提出的战争原因似乎不再存在,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逻辑显然与国家选

择一般性战争的逻辑不一致。

另一方面,从战争结果上看,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获胜概率很小,战

争带来的收益相当有限。受先前战争的影响,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大多面

临着物质实力不足的困难。② 对战胜国而言,战争胜利本身就证明了其相对

于战败国的战后优势地位,如果能够通过战争或战后协议获得工业区、原料

产地、军事基地、战略纵深等累积性资源,这种战略优势将更加明显。③ 故

此,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成本和风险都将大大增加,进而降低了其从战争

中获益的可能性。如表1所示,在1648年至今较为典型的15场复仇战争

中,作为发起国的战败国共计遭遇了12场失利,复仇战争明显不是可以获益

的选项。④

①

②

③

④

关于战争与承诺可信性关系的研究,参见RobertPowell,“TheInefficientUse
ofPower:CostlyConflictwithCompletelyInformat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98,No.2,2004,pp.231-241;RobertPowell,“WarasaCommitment
Proble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60,No.1,2006,pp.169-203.

即便在现代工业社会,战败国在“凤凰因素”(phoenixfactor)的作用下恢复到战

前水平一般也需要接近20年的时间,参见RonaldL.Tammened.,PowerTransitions:

Strategiesforthe21stCentury (NewYorkandLondon:Chatham HousePublishersof
SevenBridgesPress,2000),p.31.

关于累积性资源的探讨,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

的根源》,何 曜 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2014年,第127—140页;PeterLiberman,Does
ConquestPay?TheExploitationofOccupiedIndustrial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6).当然,累积性资源的价值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确实有所削弱,参
见StephenG.Brooks,“TheGlobalizationofProductionandtheChangingBenefitsof
Conquest,”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43,No.5,1999,pp.646-670.

本文所列举的复仇战争参考了勒博对1648年以来战争动机类型的划分,参见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4年,第224—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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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史上主要复仇战争情况概览(1648年至今)

战争名称 时间(年) 发起国 复仇对象 战争结局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1667 荷兰 英国 发起国胜

法荷战争 1672—1679 法国 荷兰 发起国负

四国同盟战争 1718—1720 西班牙 英、荷、法、奥 发起国负

英西战争 1727—1729 西班牙 英国 发起国负

第六次俄瑞战争 1741—1743 瑞典 俄国 发起国负

巴尔联盟—俄国战争 1768—1772 波兰 俄国 发起国负

第五次俄土战争 1768—1774 奥斯曼土耳其 俄国 发起国负

第六次俄土战争 1787—1792 奥斯曼土耳其 俄国 发起国负

第七次俄瑞战争 1788—1790 瑞典 俄国 发起国负

第七次俄土战争 1806—1812 奥斯曼土耳其 俄国 发起国负

第十次俄土战争 1877—1878 俄国 奥斯曼土耳其 发起国胜

二战(西欧战场) 1939—1945 德国 法国、英国等 发起国负

泰法战争 1940—1941 泰国 法国 发起国胜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 埃及 以色列 发起国负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 叙利亚 以色列 发起国负

那么,在决策和结果两方面似乎都有违理性选择的复仇战争为何仍会

发生? 复仇战争果真是战败国纯粹非理性的行为吗? 本文将从理论视角分

析这一问题,并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

有必要对复仇战争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清晰界定,为后文奠定基础。

本文对“复仇战争”的定义是:先前战争的战败国基于复仇动机针对战胜

国发动的又一次战争行为。具体而言,这类战争目标一般包括收复被占领的领

土、弥补被侵吞的资源、推翻先前的战后协议、挽回受损的国家尊严等。① 在此

① 这种界定实际上是对“复仇”的狭义处理,即如果战争发起国的复仇动机并不源

于先前战争的失败,那么这类战争将不被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比如,虽然美国小

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源自“9·11”事件带来的仇恨,但这显然不应

视为战败国发动的战争。参见JacquelineM.GrayandMargaretA.Wilson,“Understanding
the‘WaronTerrorism’:Responsesto11September2001,”JournalofPeaceResearch,

Vol.43,No.1,2006,pp.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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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还需对复仇战争的内涵和范畴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复仇战争不

等同于战争复发,不是双方暂时停火后的冲突继续,而是停战协定或和平协

议签署后,或经第三方调停取得无限期休战效果后的又一次战争行为,并且

是战败国作为发起方的战争。① 第二,复仇战争与先前战争间隔时间的具体

标准很难量化,国家的历史叙事与情感的代际传承都可能削弱间隔时间的

影响程度。本文认为,间隔时间的最大限度定为50年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保

证复仇战争的决策者或参与者总体上经历过先前战争的失败。第三,如果

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对战胜国开战,只有发起国均为先前战争战败国的情况,

才能被定义为复仇战争;如果战败国还同时对战胜国以外的国家发动了战

争,那么只有其针对战胜国的战争可以被纳入复仇战争的分析范畴。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第二部分为文献综

述,通过梳理并评述既有研究对本文核心问题的解释,总结学界对复仇战争研

究的成就和不足;第三部分为理论框架,在提出并阐释本文的两个核心自变量

及相关假设的基础上,分析导致复仇战争的因果机制;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

通过对四个历史案例的比较分析,验证本文的基本假设;第五部分为最终结论。

二、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尽管国内外学界关于战争原因的探讨已经极为充分,但针对复仇战争

的研究却相对欠缺。② 当然,一些解释一般性国际或国内冲突的理论仍可提

①

②

关于国际冲突复发的研究,参见PaulR.Hensel,“OneThingLeadstoAnother:

RecurrentMilitarized Disputesin Latin America,1816—1986,”Journalof Peace
Research,Vol.31,No.3,1994,pp.281-297;JosephM.Grieco,“RepetitiveMilitary
ChallengesandRecurrentInternationalConflicts,1918—1994,”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l.45,No.2,2001,pp.295-316;PaulD.SeneseandStephen L.
Quackenbush,“SowingtheSeedsofConflict:TheEffectofDisputeSettlementson
DurationsofPeace,”JournalofPolitics,Vol.65,No.3,2003,pp.696-717;Stephen
L.QuackenbushandJeromeF.Venteicher,“Settlements,Outcomes,andtheRecurrence
ofConflict,”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45,No.6,2008,pp.723-742.

对国际冲突起源研究的系统梳理,参见方长平:《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实践》,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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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值得借鉴的分析视角。下文将分别从仇恨情感、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窗口效应和战后安排等角度梳理相关文献。

(一)仇恨情感与复仇动机

在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中,仇恨情感等心理驱动力被持原生论看法的

学者视为族群间紧张关系的历史根源。① 在国际冲突研究中,也有学者从政

治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仇恨的意义和影响。② 历史上许多国家间冲突都是双

方长期仇恨的外在表现,如巴以冲突、印巴冲突、巴尔干地区冲突等。③ 这一

路径的出发点在于,自尊(self-esteem)是行为体对其荣誉和地位的主观感

受,当荣誉和地位遭受侵蚀从而显著低于自我期望时,强烈的羞耻感和愤怒

感就容易激起紧张和冲突。④

复仇战争的情感解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阐明仇恨情感与复

①

②

③

④

RobertKaplan,BalkanGhosts:A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1993);Roger Petersen,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Fear,

Hatred,andResent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ern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2);StuartJ.Kaufman,ModernHatred:theSymbolicPoliticsof
EthnicWar(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11).相关综述参见焦兵:《族群冲突理

论:一种批判性考察》,《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41—42页。

NetaCrawford,“ThePassionofWorldPolitics:PropositionsonEmotionand
Emotional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4,No.4,2000,pp.116-156;

RobertE.Harkavy, “Defeat, National Humiliation,and the Revenge Motif,”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7,No.3,2000,pp.345-368;OdedLowenheimandGadi
Heimann,“RevengeinInternationalPolitics,”SecurityStudies,Vol.17,No.4,2008,

pp.685-724;EmilAslanSouleimanovandHuseynAliyev,“BloodRevengeandViolent
Mobilization:EvidencefromtheChechenWar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40,No.2,

2015,pp.158-180.
关于巴以冲突研究,参见NeilCaplan,TheIsrael-PalestineConflict:Contested

Histories(Maiden,MA:Wiley-Blackwell,2010).关于印巴冲突研究,参见T.V.Paul,

TheIndia-PakistanConflict:AnEnduringRivalr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5).关于巴尔干地区冲突研究,参见 TimJudah,Kosovo:WarandRevenge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2).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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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行为之间的具体联系。就个体心理而言,陷入消极情感状态中的人们更

易于接受风险,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① 就群体心理而言,战

败带来的强烈耻辱感、触及血缘层面的血亲复仇(bloodrevenge)、上升至道

德层面的仇恨是复仇动机得以发酵的社会基础。② 此外,勒文海姆(Oded

Lowenheim)与海曼(GadiHeimann)对国家采取复仇行为的影响因素开展

了更为具体的研究,他们认为,道德愤怒(moraloutrage)的程度、羞耻感的强

度和消极互惠(negativereciprocity)的制度化程度共同决定了国家复仇动机

的强弱。③

总的来看,仇恨情感确实是复仇战争爆发的动因之一,某种程度上也是战

败国违背理性选择的驱动因素。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NedLebow)

所言,复仇是一种激情的表达,复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家为激情而战的

一种表现形式。④ 然而,国家在战败后是否一定会产生仇恨情感? 哪些因素导

致了仇恨程度的差异? 仇恨情感在何种条件下才会转化为复仇行为? 这些都

是情感研究有待进一步细化的内容。简言之,这一路径可以在广义上解释复

仇战争的起源,却难以破解“仇恨情感常有而复仇行为不常有”的疑惑。

①

②

③

④

郝拓德、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外交评

论》2011年第4期,第47—49页;DoronKligerandOriLevy,“Mood-InducedVariationin
RiskPreference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 & Organization,Vol.52,No.4,

2003,pp.573-584;AndreasDiekmann,“PowerofReciprocity:Fairness,Reciprocity,

andStakesinVariantsoftheDictatorGam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48,

No.4,2004,p.491.
RobertE.Harkavy,“Defeat,NationalHumiliation,andtheRevengeMotif,”

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7,No.3,2000,pp.345-368;EmilAslanSouleimanovand
HuseynAliyev,“BloodRevengeandViolentMobilization:EvidencefromtheChechen
Wars,”InternationalSecurity,Vol.40,No.2,2015,pp.158-180;PeterLiberman,
“An Eyeforan Eye:Public Supportfor Waragainst Evildo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3,2006,pp.687-722.

OdedLowenheim and GadiHeimann,“RevengeinInternationalPolitics,”

SecurityStudies,Vol.17,No.4,2008,pp.685-724.这里的“消极互惠”指的是对施害方

的罪责认定和惩罚行为,消极互惠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受害方以武力方式复仇的可能性

就越低。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陈定定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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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景理论与风险偏好

相较于仇恨情感的解释,同样遵循政治心理学路径的前景理论更侧重

国家外交决策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主要决策者的个体心理,这也为战败国的

战争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面临获益时趋向于

风险规避,在面临损失时趋向于风险接受。① 决策者对参考点(reference

point)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其对自身处于收益还是损失状态的主观认知,进而影

响其关于决策风险的偏好,即所谓的“框定效应”(framingeffect)。对战败国而

言,复仇战争可理解为由损失状态激发的风险追求行为。

在将前景理论应用于国际冲突研究的过程中,一些学者的理论贡献同

样值得借鉴。② 大卫·韦尔奇(DavidA.Welch)认为,当存在非正义的感觉

时,国家领导人更容易将自身置于损失框架内。③ 理查德·内德·勒博指

出,在荣誉或仇恨等精神性动机的主导下,国家的风险偏好程度无论是在收

益 还 是 在 损 失 状 态 下 都 会 更 加 严 重。④ 罗 斯 · 麦 克 德 莫 特 (Rose

McDermott)拓展了损失状态对于决策者的国内政治意涵,强调风险巨大的

对外政策很可能因为有益于领导人巩固国内统治而受到青睐。⑤ 杰弗里·

托利弗(JeffreyW.Taliaferro)认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心理下争取挽

回沉没成本(sunkcost)是国家甘冒风险的重要原因。⑥ 林民旺指出,处于损

失状态的决策者更可能通过产生高昂观众成本的行为来表明自身决心,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ackS.Levy,“ProspectTheory,RationalChoi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1,No.1,1997,p.87.
对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的相关综述,参见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

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9—124页。

DavidA.Welch,JusticeandtheGenesisof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3),p.25.

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12年,第425—426页。

RoseMcDermott,Risk-Taking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ospectTheoryin
AmericanForeignPolicy (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1).

Jeffrey W.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GreatPowerInterventioninthe
Periphery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4),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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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增强了其采取冒险行为的意愿,也降低了讨价还价过程的灵活性。①

尽管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难以避免一些固有缺陷,但上述

研究成果确实细化了复仇决策的微观心理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战败国

从遭遇战争失败到发动复仇战争的因果机制。② 不过,前景理论尚不足以解

释那些战败国没有发动复仇战争的现象,风险偏好并不等同于实际的复仇

行为。另外,风险偏好确实会使决策者误判发动复仇战争的成本—收益结

构,但这种解释也忽视了成本—收益结构本身在战后也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三)窗口效应与预防行为

在部分复仇战争案例中,战争发起国相比复仇对象处于明显的实力衰

落进程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战争双方间的这种相对实力变化趋势是战争

的一大诱因,正在衰落的国家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war)。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VanEvera)提出了“机会窗口”(windowsof

opportunity)与“脆弱性窗口”(windowsofvulnerability)的概念,前者指一

种正在减小的进攻性机会,后者指一种正在增长的防御性弱点。受窗口效

应影响,衰退中的国家面临对方违背承诺并迫使己方作出更大让步的未来

威胁,所以格外珍视暂时可资利用的机会,以求通过预防性战争避免更糟糕

①

②

③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年,第100—102页。
关于前景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中的局限性的研究,参见JackS.Levy,

“ProspectTheory,RationalChoi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l.41,No.1,1997,pp.100-105;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国际政

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24—126页。

JackS.Levy,“DecliningPowerandthePreventiveMotivationforWar,”World
Politics,Vol.40,No.1,1987,pp.82-107;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

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8—126页。需要指出的是,“预防性

战争”与“先发制人战争”(preemptivewar)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两者都遵循“事不宜

迟”(better-now-than-later)的逻辑,但却是对不同威胁的回应:先发制人的战争是针对敌

国即将攻击自身的即时威胁而采取的抢先攻击行动,预防性战争则是针对由双方相对实

力变动趋势所导致的未来威胁而采取的预防行为。对预防性战争的详细概念界定,参见

JackS.Levy,“PreventiveWarandDemocraticPolitic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Vol.52,No.1,2008,p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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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① 按照这一逻辑,战败国与战胜国如果处在相对实力显著变动的过

程中,它们之间的战后协议就是难以持久的,复仇战争也就成为预防性战争

的一种外在表象。

此外,在攻防平衡理论看来,当地理和技术等要素更有利于进攻时,这
种窗口效应将更加明显,战败国可能因而具有更强的复仇冲动。② 那些在复

仇战争中遭遇更大失败的战败国决策者也许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他们的

复仇行为很可能来源于自身对进攻优势的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③

在国家的理性计算中,实力对比确实是战争成本—收益权衡的核心要

素,通过将未来的影响纳入国家当前外交决策分析之中,也有利于超越对战

败国行为动机的静态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战败国都必然处于相对实力

①

②

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4 年,第 90—95 页;RobertPowell,“Warasa CommitmentProblem,”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60,No.1,2006,pp.169-203;RobertPowell,“Persistent
FightingandShiftingPower,”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56,No.3,

2012,pp.620-637.
关于攻防平衡理论的部分经典文献,参见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

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JackSnyder,

TheIdeologyoftheOffensiveMilitaryDecision MakingandtheDisastersof1914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4);JackS.Levy,“TheOffense/DefenseBalance
ofMilitaryTechnology:ATheoreticalandHistoricalAnalysis,”InternationalStudies
Quarterly,Vol.28,No.2,1984,pp.219-238;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
“Chain Gangs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p.137-168;CharlesL.Glaserand
ChaimKaufmann,“WhatIstheOffense-DefenseBalanceandCan We MeasureIt?”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2,No.4,1998,pp.44-82.对攻防平衡理论的批判,参见

SeanLynn-Jones,“Offense-DefenseTheoryandItsCritics,”SecurityStudies,Vol.4,

No.4,1995,pp.660-691;KeirA.Lieber,“TheNewHistoryofWorldWarIandWhat
ItMeansfo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2,No.2,2007,

pp.155-191;TangShiping,“Offence-DefenceTheory:TowardsaDefinitiveUnderstanding,”

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3,No.2,2010,pp.213-260;徐进:《进攻

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83—100页。
这类情形正是埃弗拉所讨论的“类型Ⅳ的现实主义”,即“错误认识的详细划分

的结构现实主义”,参见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错误知觉研究,参见罗伯特·
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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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落进程之中,有些复仇战争实际上是在战败国逐步缩小与战胜国实力

差距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显然难以用实力对比加以解释。此外,窗口效应的解

释路径在重视未来影响的同时,却忽略了过去的影响,而先前的失败经历必然

影响着战败国对复仇机会的评估,这同样也降低了攻防平衡理论的解释力。①

(四)战后安排与战争复发

在关于战争复发的探讨中,战后安排也被视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先前

冲突的解决方式会影响争端复发的可能性。一些定量研究证明,施压型解

决方式相较于协调型解决方式更有可能避免冲突的复发。② 但也有研究表

明,这一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战败国完全向战胜国屈服。③ 在将复仇战争

作为研究对象时,这种前提条件的设定实际上复杂化了争端解决方式的解

释路径,因为如何促使战败国屈服于战争结果涉及的是更宏大的战后安排设

计问题,而不能简单地通过对争端解决方式进行类型学划分的方式来解决。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政体类型同样是冲突复发研究的关注焦点。

①

②

③

④

对窗 口 理 论 局 限 性 的 早 期 探 讨,参 见 RichardNedLebow,“Windowsof
Opportunity:DoStatesJumpThroughThem?”InternationalSecurity,Vol.9,No.1,

1984,pp.147-186.
PaulD.SeneseandStephenL.Quackenbush,“SowingtheSeedsofConflict:

TheEffectofDisputeSettlementsonDurationsofPeace,”JournalofPolitics,Vol.65,

No.3,2003,pp.696-717;StephenL.QuackenbushandJeromeF.Venteicher,“Settlements,

Outcomes,andtheRecurrenceofConflict,”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45,No.6,

2008,pp.723-742;吴志成、陈一一:《国家间领土争端缘何易于复发》,《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5年第2期,第133页。

SuzanneWerner,“ThePrecarious NatureofPeace:ResolvingtheIssues,

EnforcingtheSettlement,andRenegotiatingtheTerm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
Science,Vol.43,No.3,1999,pp.912-934.

对战后协议内在机制与战后和平的关系的探讨,参见 VirginiaPageFortna,
“ScrapsofPaper? AgreementsandtheDurabilityofPeac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7,No.2,2003,pp.337-372;VirginiaPageFortna,PeaceTime:Cease-Fire
AgreementsandtheDurabilityofPeac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4);

SuzanneWernerandAmyYuen,“MakingandKeepingPeac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9,No.2,2005,pp.261-292.在更广泛意义上对国家间和解的研究,参见查尔斯·
库普乾:《化敌为友:持久和平之道》,宋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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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的结论与“民主和平论”大体相似,即便是强调政体类型影响有限

的约瑟夫·格里科(JosephM.Grieco)也认为,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后,冲突

复发风险相对较小;与非民主国家发生冲突后,民主国家则容易遭受对方的

再次挑战。① 诸多历史案例确实证明,在战后自我演变或被改造为民主政体

的战败国相对不易发动复仇战争,比如二战后经美国改造的日本、马岛战争

后军政府垮台的阿根廷等。② 但是,这种解释片面强调了民众对国家领导人

复仇冲动和冒险倾向的制约作用,却忽视了大众复仇情绪对领导人决策偏

好的影响。③ 另外,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D.Mansfield)和杰克·斯

奈德(JackSnyder)指出,在不成熟的新生民主国家中,领导人经常利用外部

威胁和强硬政策获取民众支持,这间接助长了国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④ 从

国内民主制度出发,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进一步将自由主义理

论运用到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重建问题之上,认为宪政秩序可以降低战败

国对于被战胜国主导的恐惧。⑤ 但这一路径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无法应用

到体系战争以外的地区性冲突之中。

①

②

③

④

⑤

JosephM.Grieco,“RepetitiveMilitaryChallengesandRecurrentInternational
Conflicts,1918—1994,”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5,No.2,2001,pp.
295-316.

相关实证研究参见BrandonC.PrinsandUrsulaE.Daxecker,“Committedto
Peace:LiberalInstitutionsandtheTerminationofRivalry,”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
Science,Vol.38,No.1,2008,pp.17-43;NigelLo,BarryHashimotoandDanReiter,
“EnsuringPeace:Foreign-ImposedRegimeChangeandPostwarPeaceDuration,1914—

2001,”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62,No.4,2008,pp.717-736;PaulFritz,
“ImposingDemocracytoEnsurethePeace:TheRoleofCoerciveSocialization,”Foreign
PolicyAnalysis,Vol.11,No.4,2015,pp.377-396.

杰克·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吴强译,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2017年,第110—123页。

EdwardD.MansfieldandJackSnyder,Electingto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GotoWar(Cambridge:MITPress,2005).关于外部政体改造与民主化关

系的研究,参见 AlexanderB.DownesandJonathanMonten,“ForcedtoBeFree? Why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 Rarely Leadsto Democratiz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pp.90-131.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战败国为何发动复仇战争? 101  

虽然战后安排的解释存在一些缺陷,但其强调的国内政治变量和国际

环境变量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先前战争本身就是讨论复仇战争时

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其可能导致战败国和战胜国的国内政治或国际环境发

生巨变,进而改变战败国决策者的认知和选择。

三、 战略动员能力、国际支持程度与复仇战争

综合有关复仇战争的既有解释,可发现其共有缺陷在于未能充分关注

复仇战争与先前战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如果仅仅将先前战争对交战双方的

影响简化为胜利/失败的战争结局、获益/损失的战后境况、荣耀/仇恨的情

感状态等,就会不可避免地忽略不同案例中内在于战败国或战胜国本身的

关键差异,从而无法解答“复仇动机常有而复仇战争不常有”的谜题。若要

解释为何战败国会作出不同的战略抉择,就需要关注先前战争结束后战败

国与战胜国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那些不确定的变化。本文认为,战败国的

战略动员能力与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是复仇战争研究的两个重要自

变量。①

本文试图采用理性—情感互动的视角,以分析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

深层根源。② 决策者对战争机会的判断主要源自理性计算,但情感状态也会

影响其对机会的感知;决策者的主观战争意愿受自身的情感状态主导,但特

定的成本—收益结构也会激活或抑制其意愿;决策者的理性与情感难以相

①

②

在国内层次上,战败国的相对实力下降是比较确定的,而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

如何变化是不确定的;在国际层次上,如果战胜国没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张,战败国一般

也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国际支持,但国际社会对战胜国的支持程度如何变化是不确定的。
在现有冲突研究中,“机会—意愿”分析框架(theopportunityandwillingness

framework)可以为理性—情感互动视角提供借鉴。这一分析框架认为,机会和意愿都是

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战争决策不仅取决于行为体选择战争的主观意愿,也需要一系列

客观条件的存在。关于“机会—意愿”分析框架,参见 HarveyStarr,“‘Opportunity’and
‘Willingness’asOrderingConceptsintheStudyofWar,”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

Vol.4,No.4,1978,pp.363-387;RandolphM.SiversonandHarveyStarr,“Opportunity,

Willingness,andtheDiffusionofWa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4,

No.1,1990,pp.47-67.但在“机会—意愿”框架的应用上,众多研究基本上只是对客观机

会和主观意愿分开进行讨论,认为二者的简单加总就是冲突爆发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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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独立,二者总是在互动中发挥作用。具体到复仇战争中,自身的战略动员

能力和对手的国际支持程度共同影响着战败国决策者的理性计算和感性认

知,进而影响战败国复仇机会的大小及复仇情感的强弱,这构成了战败国发

动复仇战争的因果机制。

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设是:当先前战争的失败提升了战败国的战略动员

能力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当先前战争的胜利降低了战胜

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时,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下文将分别对

这两个自变量加以介绍,再讨论它们如何通过理性—情感互动机制影响战

败国的最终决策。

(一)战争失败与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

在单元层次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国家实力,还与国家汲

取(extract)和动员(mobilize)战略资源的能力息息相关。① 战略动员是指一

国政治领导为实现国家根本目标而征集和调动国内外各类可用资源的行为

总和,是国家战略行为的关键环节和成功保证。② 国家战略动员能力的强弱

受政体类型、官僚体制有效性、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等诸多因素影响,

与国内政治的演变具有紧密联系。③ 同时,对国际战略资源的有效运用也是

国家战略动员能力的组成部分,这主要体现为国家所在联盟的内部凝聚力。

战争失败可能带来国内秩序崩溃、官僚体制失灵、民族信心瓦解、政治精英

分裂等不利后果,进而损害国家的战略动员能力,但也有可能带来战略动员

能力增强的效应。

第一,战争失败可能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势力,增强政治精英的

①

②

③

FareedZakaria,From WealthtoPower:TheUnusualOriginsofAmerica’s
WorldRol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

CharlesTilly,From Mobilizationto Revolution (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PublishingCompany,1978),p.10;时殷弘、陈潇:《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动员:历
史概观和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32页;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

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87页。对战略动员与

资源汲取的分别探讨,参见 MichaelMastandunoetal.,“TowardaRealistTheoryof
StateAction,”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3,No.4,1989,pp.462-463.

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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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和革新意识,推动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官僚机构的改革,提升国家战

略动员的效率。在面对由惨痛战争失败引起的安全危机时,针对现存的制

度、技术或治国理念,国家大体有延续、效仿、创新等三种不同形式的道路选

择,后两种战略的效果通常更为显著,但也面临巨大的实施阻力和风险成

本。① 持保守立场的政治精英往往会形成阻碍改革的政治集团,在国家决策

体系内扮演“否决者”(vetoplayers)的角色。② 如果民众将战争失败的责任

归咎于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决策集团中的保守势力就很可能被边缘化,甚

至丧失参与国家决策的政治合法性。或者,如果保守势力所依赖的军事力

量在先前战争中遭受重大打击,他们将丧失与政治对手抗衡的有力手段,其

政治影响力也将随之动摇。如此一来,富有改革热情和进取精神的新精英

集团将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力量,国家的制度改革面临的政治阻力也

将大大减弱。③ 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良好开展是战略动员能力提升的必备

条件,因为它既可以提高官僚体制的运行效率,也能够通过明确的奖惩机制

强化军队纪律、鼓励大众参与。另外,严峻的战后环境使得改革的急迫程度

被凸显、改革的路径分歧被淡化,新精英集团由此更容易达成战略共识,这

更强化了对国家战略动员的高层政治推动。④

①

②

③

④

JeffreyW.Taliaferro,“StateBuildingforFutureWars:NeoclassicalRealism
andtheResource-ExtractiveState,”SecurityStudies,Vol.15,No.3,2006,p.471.关

于国家效仿和创新行为的国际根源的研究,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5—136页;BarryR.Posen,TheSourcesofMilitary
Doctrine:France,Britain,andGermanyBetweenthe World War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4);JoâoResende-Santos,“AnarchyandtheEmulationofMilitary
Systems: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in South America,1870—1930,”

SecurityStudies,Vol.5,No.3,1996,pp.193-260;EmilyO.GoldmanandRichardB.
Andres,“SystemicEffectsofMilitaryInnovationandDiffusion,”SecurityStudies,

Vol.8,No.4,1999,pp.82-83.
GeorgeTsebelis,VetoPlayers:HowPoliticalInstitutionsWork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2).
左希迎:《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年第9期,第88—108页。

RandallSchweller,UnansweredThreats:PoliticalConstraintsontheBalance
ofPowe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pp.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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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争失败可能明确国内动员的目标,增强相关政策措施的合法

性,降低民众对短期物质牺牲的敏感程度,减少国家战略动员的阻力。① 如

果缺乏明确可信的动员目标,政府的资源汲取行为就难以被民众所认同,容

易激起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是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比如游行示威、罢

工罢学、军队哗变等。不过,在国家遭受战争失败之后,民众感知到的外部

威胁不再仅仅来源于政府部门的宣传,还来源于直接的物质损失和安全匮

乏,这会显著提升民众对以战胜国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战略动员的支持度。

在外部安全威胁严重之时,国家领导人也倾向于运用民族主义进行大众动

员,鼓励人们作出短期物质牺牲。②

第三,战争失败可能增加战败国对外部盟友的重视程度,弥合联盟内部

的战略分歧,促进国家对国际战略资源的有效运用。在国内战略动员受阻

的情况下,国家经常转而向外部盟友寻求实现国际战略动员,以弥补内部资

源汲取的不足。③ 在战争失败之前,即便该国与其他国家保持着军事联盟关

系,也可能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战略协调不足、信任水平有限等而陷于国际

战略动员迟滞的状态,甚至可能因为利益分歧而导致联盟内部的消极合作。

在战争失败后,联盟内部分歧在战败国的利益权衡中会居于次要地位,共同

应对战胜国的威胁或将成为双方的战略共识,战败国动员盟国的困难程度

①

②

③

在以对外战争为目标的战略动员中,大众经常作出的短期物质牺牲大致包括:
缴纳更多税款、延长工作时间、参加义务劳动、承担军事职责、忍受经济困难等,参见查

雯:《国家主导下的民族主义动员:国内制度与大众参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

10期,第136—153页。

BarryR.Posen,“Nationalism,theMassArmy,andMilitary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1993,pp.80-124;Stephen VanEvera,“Hypotheseson
Nationalisman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8,No.4,1994,p.32.

MichaelN.Barnett,“HighPoliticsIsLowPolitics:TheDomesticandSystemic
SourcesofIsraeliSecurityPolicy,1967—1977,”WorldPolitics,Vol.42,No.4,1990,

pp.543-544.本文认为,国际战略动员所依靠的应是既有盟友或准盟友,结交新盟友的行

为应当被视作结盟战略而非动员行为。国家通过缔结新联盟而发动的战争一般是制衡

战争,不属于本文对复仇战争的定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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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随之减小。① 一般而言,当盟国实力与自身较为接近,且怀有对战胜国同样

的敌对情绪时,战败国的国际战略动员成本相对较低,联盟的协调效果更好。②

(二)战争胜利与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

国际支持程度是国家对外战略行为能否顺利开展的外部因素,也是评

估国家外交环境的重要指标。在概念上,国际支持可以被界定为各个国际

行为体对某个国家政策或行为的认可或帮助。在形式上,国际社会的支持

并不局限于盟国的义务性战略配合,还表现为其他国家在双边层次上的军

事援助、经济援助、情报交流等,以及在多边场合的舆论声援和政治支持

等。③ 战争胜利可以使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发生较大变化,并在很多情况

下表现为支持度的增加。④ 然而,在某些情形下,战争胜利反而会使战胜国

的国际支持程度下降。

第一,战争胜利可能增强战胜国的自助能力和战略信心,减弱战胜国对

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视程度。战争之后,战胜国相对于战败国的物质实力优

①

②

③

④

这种国际战略动员也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比如国家自主性遭受侵蚀、对盟友作

出利益让与、被盟友牵连的风险增大等,参见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
Alliance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1984,pp.461-495;ThomasJ.
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 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p.137-
168;JamesD.Morrow,“AlliancesandAsymmetry:AnAlternativetotheCapability
AggregationModelofAlliance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35,No.4,

1991,pp.904-933.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

第19页。
战略动员能力与国际支持程度都涉及联盟问题,但本文认为二者存在一定差

异:战略动员能力主要涉及国家对其现存盟友资源的调动和利用,而国际支持程度主要

涉及外部盟友主观态度的变化,以及盟友数量的增减。
战胜国通过彰显优越的相对实力,展示其在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上的成功,会

激起其他国家进行制度效仿并从中获利的愿望,从而引发这些国家对战胜国的追随行

为,参见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ingtheRevisionistState
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1994,pp.96-98;SevaGunitsky,
“FromShockstoWaves:HegemonicTransitionsandDemocratizationinthe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68,No.3,2014,pp.57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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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更加明显,战略信心更加强大,来自战败国的安全威胁大大减弱,战胜国

对外部支持的依赖程度也随之降低。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战胜国可能

不再积极主动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与下面两种效应叠加,会导致战胜

国国际支持程度的下降。

第二,战争胜利可能增加战胜国发动未来战争的客观优势,增大国际社

会对其战略意图的担忧,进而降低给予其国际支持的意愿。即使战胜国不

进行地区扩张,其进攻性意图带来的潜在威胁也会引发其他国家的防范心

理,甚至导致以“威胁平衡”(balanceofthreat)为目标的联盟的建立。① 假如

战胜国能够释放清晰信号,缓解其他国家对其战略意图的担忧,那么其他国

家对于战胜国的威胁认知就有可能减轻。② 这类信号包括:相对公正的战后

协议安排、希望与战败国和解的外交姿态、无意改变战后现状的公开声明、

对国内激进主张的严格管控等。然而,战胜国既可能因为对国际支持重要

性的忽视而不愿作出释放高成本信号的努力,也容易受国内胜利主义情绪

的影响而难以向外传递出清晰一致的信号,这些都将使战胜国的意图表达

模糊化。此外,如果战胜国在战后获得了战略价值巨大的领土和资源,由于

资源的可累积性和可转化性会改变战胜国作出先前承诺时的物质基础,那

么国际社会对其进攻性意图的怀疑将变得更加难以消解。

第三,战争胜利可能破坏长期存在的领土现状或国际规范,对其他国家

造成剧烈心理冲击,增大战胜国战果获得国际承认的难度。战争天然地具

有改变现状的作用,战争结果能否被双方承认是双边和平协议能否达成的

关键,能否被国际社会承认则是地区和平能否持久的变量。如果所改变的

现状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改变就更难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在

领土占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③ 除此之外,挑战既有国际规范会极大地损害

①

②

③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RobertJervis,“CooperationundertheSecurityDilemma,”World Politics,

Vol.30,No.2,1978,pp.167-214.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类国家往往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相关概念的讨论参

见Randall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
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1994,pp.85-88;AlastairIainJohnston,“Is
ChinaaStatusQuoPow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7,No.4,2003,pp.6-10;韦
宗友:《解读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指标及涵义》,《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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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国际声誉,即便获得战争的胜利,战胜国也需要为其行为付出高昂的

代价。①

(三)理性、情感与复仇战争的发生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先前战争通过一定机制可以使得战败国的战略动

员能力、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发生明显改变,二者也都在战败国发动复仇

战争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本文提出了两个有待检验的核心

假设。

假设一:当先前战争的失败提升了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时,战败国发

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假设二:当先前战争的胜利降低了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时,战败国发

动复仇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本文认为,个体的理性和情感具有共时性与互动性的特征。对于战败

国的决策者来说,发动复仇战争的决策既体现了其对于成本—收益的理性

计算,又展示了其所处情感状态的影响。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和战胜国

的国际支持程度是两个自变量,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决策是因变量,而理

性—情感互动则是连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核心因果机制,揭示了本文两个

理论假设背后的逻辑。

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动因在于客观复仇机会

的增大。当自身的战略动员能力提升时,更大比重的国内和国际战略资源

能够被用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决策者感知到复仇战争获胜希望的增加,

其预期的复仇收益将会提高。而且,业已开展的动员有时会迫使国家领导

人夸大外部威胁,因为虚张声势的动员行为很可能损害领导人的国内政治

① 关于 国 家 违 反 国 际 规 范 行 为 的 理 论 探 讨,参 见 DianaPankeand Ulrich
Petersohn,“WhyInternationalNormsDisappearSometimes,”EuropeanJournal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8,No.4,2012,pp.719-742;黄黎洪、蔡佳禾:《国际政治

中违反国际规范行为分析》,《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37—43页;贺刚:《国际规范的

违反策略———基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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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而复仇战争却可以为其赢得国内政治收益。① 当对手的国际支持程度

降低时,战败国可以获得一系列发动战争的外部有利条件。首先,较低程度

的国际支持使战胜国一般不会主动挑起争端,否则就会面临因违背战后协

议而带来的巨大国际观众成本;其次,如果战胜国的先前战争成果难以被国

际社会承认,那么战败国的复仇行为就不必承担过重的国际道义压力;最

后,战胜国的盟国很可能顾及国际压力而不愿在战争中给予全力支持,从而

减轻了战败国在复仇战争中的作战压力。

从纯粹情感的角度看,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动因在于主观复仇意愿

的增强。战争失败通常会使战败国决策层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与羞耻感,挫

折感来源于战前自我预期的破灭,而羞耻感来源于战前外界预期的无力兑

现。根据心理学的观察,积蓄的挫折感和羞耻感需要释放,便容易产生针对

特定目标的攻击欲望。② 战败国决策层的心理同样符合这种基本机理,但究

竟产生何种情感状态则取决于其挫折感和羞耻感归因对象的选择:如果归

因于战胜国的欺压和羞辱,那么就会产生针对战胜国的仇恨情感和复仇欲

望;如果归因于本国的落后和无能,那么就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沮丧情感和失

败主义情绪。③ 当自身的战略动员能力提升时,战败国决策者会对国家的发

展前景怀有更乐观的预期,从而较少地将挫折感归因于国家自身;当对手的

国际支持程度降低时,战败国更可能以道义视角看待先前战争,将自身的羞

耻感归因于对方的非正义行为。如此,战败国决策者更容易摆脱战后的失

①

②

③

ThomasJ.Christensen,Useful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Mobilization,

and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根据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领导人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

对其执政前景有利的政策选项,因为在政治生命维度上的损失是不可补偿的,参见 Alex
Mintz,“TheDecisiontoAttackIraq:ANoncompensatoryTheoryofDecisionMaking,”

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37,No.4,1993,pp.595-618;AlexMintz,“How
DoLeadersMakeDecisions:APoliheuristicPerspectiv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

Vol.48,No.1,2004,pp.3-13.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

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251—253页。
这种自我否定的失败主义情绪虽然有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一面,但也可能为落后

国家的社会化创造条件,参见 AyseZarakol,AfterDefeat:HowtheEastLearnedto
LivewiththeWes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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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主义情绪,仇恨情感将累积增强。

此外,战败国决策者的理性和情感会产生一定的互动效应,形成相互强

化的螺旋上升态势,最终导致发动复仇战争。一方面,强烈的仇恨情感倾向

于漠视复仇成本,夸大复仇收益,导致实际的复仇机会被放大。复仇主义情

绪在社会层面的弥漫也有助于战败国开展大众动员,增加从复仇战争中获

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复仇收益的增加与复仇成本的降低共同构成机会

之窗,为仇恨情感的释放创造了条件,推动复仇意愿向复仇行为转化。如

图1所示,在上述理性—情感互动机制的作用下,战败国决策者感知的复仇

机会不断增大,产生的复仇意愿不断增强,共同驱使其发动针对战胜国的复

仇战争。

图1 战败国从战败到复仇的过程示意图

还需指出的是,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与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并无

明显的相互关系,动员能力与国际支持也都不是国家战争决策的唯一考虑,

因此二者均可作为独立的自变量。① 另外,复仇战争的发生究竟是两个自变

① 不可否认,如果有国家同时与战胜国和战败国保持结盟关系,那么其对战胜国

支持程度的下降有可能增加其与战败国的联盟凝聚力,不过这种情况毕竟较为罕见。关

于国家“两面结盟”现象的研究,参见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古代朝鲜

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9—87页;周方银、王旭彤:
《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 ———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

结盟”之谜>》,《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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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独作用的结果,还是共同作用的产物,这需要在对多个案例的比较中得

出答案。

四、 案例检验

本文采取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所选择的四

个案例为:第五次俄土战争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案例1)、第三次中东战争

之后的埃及(案例2)、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案例3)、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的

巴基斯坦(案例4)。案例1与案例2为战败国发动复仇战争的正面案例,案

例3与案例4则是战败国未发动复仇战争的负面案例。

(一)案例的选择与设计

在正面案例的选择上,本文选择的样本范围是前文表1所列举的经典复

仇战争。最终选择案例1和案例2的原因是:其一,关于这两个案例的历史

学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可以提供比较充分的二手资料。其二,这两个案例都

属于解释难度很大的案例,奥斯曼土耳其和埃及都在先前战争中遭受了决

定性失败和巨大国力损耗,却都在极短时期内(间隔时间分别只有13年和

6年)发动了并不成功的复仇战争,这可以排除双方实力剧变的可能性。其

三,如表2所示,这两个案例是一组典型的“最大差别案例”,可以有效排除其

他干扰变量的影响,从而通过“求同法”验证本文假设的可信性。

在负面案例的选择上,本文所选择的案例3和案例4都只满足两个假设

中的一个,可以有效说明单一假设的有限性,从而论证两个假设的必要性。

同时,两个负面案例都是复仇战争潜在爆发风险极大的历史案例:德法仇恨

与印巴仇恨均在战后长期存在,小规模的双边争端与战争危机频发,比如德

法之间的“战争在望”危机、摩洛哥危机与印巴之间的卡吉尔冲突等。但是,

法国和巴基斯坦始终未将复仇动机转化为复仇战争,这可以反向印证本文

假设对于复仇决策的重要意义。

在每个案例内部,本文遵循的思维逻辑是:在概括案例背景的基础上,

分别描述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力与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从战前到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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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正面案例中的变量控制

控制变量 案例1 案例2

时代背景 18世纪中期 20世纪中期

国际体系结构 多极体系 两极体系

国际战争规范 对战争弱限制 对战争强限制

地理技术条件 防御相对占优 进攻相对占优

战胜国国家实力 崛起大国 传统地区强国

战胜国政体类型 封建帝国(君主专制) 民族国家(民主政体)

战败国国家实力 衰落大国 新兴地区强国

战败国政体类型 封建帝国(君主专制) 民族国家(威权政体)

先前战争发起国 战败国 战胜国

先前战争持续时间 6年 6天

先前战争争夺目标 地位 安全

先前战争战后安排 双边和平条约 国际调停(无限期停火)

变化,然后说明战败国是否发动了复仇战争。论证方式是:分别对案例中两

个自变量的变化进行观察,同时检验背景因素影响自变量的因果机制,并以

此对自变量实现可操作化处理;运用相合性检验(congruencetesting)的方

法对案例因变量的预估值和实际值进行对比,以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设。为

增强自变量的可操作性,本文为战略动员能力和国际支持程度两个概念分

别设定了以下衡量指标,并在案例分析中予以重点考察:战略动员能力主要

表现为军费开支比重、士兵应召数量、军事力量投入集中程度、军队纪律水

平、联盟协调水平等要素①;国际支持程度主要表现为盟国数量、盟国支持力

度、国际经济援助水平、国际军事援助水平、各国官方表态、国际组织声明等

要素。

(二)第五次俄土战争之后的奥斯曼土耳其

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在18—19世纪爆发了数次战争,俄国向南拓展帝

① 本文中的战略动员能力衡量指标不局限于军费开支和军队人数,因为一旦政治

精英和社会大众在国家战略目标问题上陷入分裂,即便军事力量投入比例再高,也无法

有效提升国家在复仇目标下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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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疆域并追求出海口的努力与奥斯曼土耳其实力的日益衰落构成了这一进

程的主要特征。在1768—1774年的第五次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战败,

被迫与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失去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

的地区与刻赤海峡,克里木汗国也脱离奥斯曼土耳其并成为俄国的保护国。

短短13年后,奥斯曼土耳其就发动了对俄国的复仇战争,但在1787—1792年

的第六次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再次战败,并在《雅西和约》中正式承认

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

一般认为,1683年在维也纳的溃败是奥斯曼土耳其由盛转衰的标志。①

自此之后,一些军事效仿和改革逐步在奥斯曼土耳其内部展开,但由于18世

纪中叶的长期和平,初期改革很快丧失动力,统治阶层再度被保守势力支

配,众多潜藏在帝国内部的问题积重难返。② 作为苏丹近卫军的耶尼切里军

团(theJanissaryCorps)一度是欧洲最精良的步兵,堪称奥斯曼土耳其的军

事支柱。军团早期兵源是从巴尔干地区招募的基督教男童,自幼年起便对

其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不得娶妻成婚。尔后,这种独身原则渐渐被破

坏,兵源标准也逐步放宽,军团内部的世袭化风气盛行。由此,耶尼切里军

团训练松懈,纪律涣散,军队凝聚力大不如前。③ 更严重的是,近卫军经常成

为保守势力阻挠改革的利器,甚至可以影响到苏丹的废立。另外,奥斯曼土

耳其的军事封邑制度渐趋瓦解,许多享有收税权的封邑领主纷纷逃避军事

义务,不积极向苏丹提供战斗人员和战争物资,导致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西帕

①

②

③

P.M.Holt,EgyptandtheFertileCrescent1516—1922:APoliticalHistory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66),pp.61-70;BernardLewis,TheEmergenceof
ModernTurkey (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p.21-39;NormanItzkowitz,

OttomanEmpireandIslamicTradition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

pp.67-73.关于史学界对这种观点质疑的最新研究,参见JonathanGrant,“Rethinking
theOttoman‘Decline’:MilitaryTechnologyDiffusionintheOttomanEmpire,Fifteenth
toEighteenthCenturies,”Journalof World History,Vol.10,No.1,1999,pp.179-
201.

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忙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七年战争

(1756—1763年)等战事,未能造成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外部威胁。

VirginiaAksan,“WhateverHappenedtotheJanissaries? Mobilizationforthe
1768—1774Russo-OttomanWar,”WarinHistory,Vol.5,No.1,1998,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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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Sipahis)骑兵部队难以得到有效组织,帝国的军事动员能力大打折扣。① 结

果在1768—1774年与俄国的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俄

国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Ⅱ)的扩张政策更是时刻威胁着奥斯曼土耳其的

安全。②

就在战争结束之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ülHamidⅠ)成为新的苏

丹,开始发起新一轮改革以拯救衰颓的帝国。由于惨痛的战争失败和迫切

的外部威胁,即便是帝国内部的保守势力也没有反对。在决策集团形成改

革共识的有利条件下,苏丹依靠卡拉·凡兹尔·塞伊特·穆罕穆德(Kara

VezirSeyyitMehmet)帕夏和哈利尔·哈米特(HalilHamit)帕夏等富有革

新精神和魄力的政治精英,实施了较之以往更为全面深入的军事改革。具

有突破意义的是,除了军事技术和武器,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还首次引进

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并且不再要求这些人员皈依伊斯兰教及接受奥斯曼传

统生活方式,这为外国顾问在帝国军事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了条件。③

在法国军事顾问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BaronFrancoisdeTott)的指导

下,奥斯曼土耳其建立了新式速射炮兵部队,并采取现代化的训练方式,而

这种思维也对其他军种的改革影响颇深。④ 在海军改革上,由于奥斯曼土耳

①

②

③

④

AvigdorLevy,“Military Reform andtheProblem ofCentralizationinthe
OttomanEmpireintheEighteenthCentury,”MiddleEasternStudies,Vol.18,No.3,

1982,p.229.
关于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动员问题的研究,参见 Virginia

Aksan,“TheOne-EyedFightingtheBlind:Mobilization,Supply,andCommandinthe
Russo-TurkishWarof1768—1774,”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Vol.15,No.2,

1993,pp.221-238.
一些研究认为,宗教文化与思想观念是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改革的最大阻碍,

参见 ChristopherTuck,“AllInnovationLeadstoHellfire:MilitaryReformandthe
OttomanEmpireintheEighteenthCentury,”JournalofStrategicStudies,Vol.31,

No.3,2008,pp.479-488.
关于德·托特在奥斯曼土耳其军事改革中个人作用的研究,参见 Francois

Tott,Memoirsof Baron de Tott (Whitefish,MT:KessingerPublishing,2010);

VirginiaAksan,“BreakingtheSpelloftheBarondeTott:ReframingtheQuestionof
MilitaryReformintheOttomanEmpire,1760—1830,”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

Vol.24,No.2,2002,pp.253-277.



114  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

其海军组织在战争中几近覆灭,由新任海军总司令盖兹·哈桑(GaziHasan)

帕夏领导的现代化改革并未遭受强劲的内部阻力,成果显著。盖兹·哈桑

建立了一套职业海军服役制度,在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设立隶属海军兵工厂

的军营,要求士兵必须时刻接受纪律约束并参加常态化的训练活动。在哈

利尔·哈米特担任大维齐后,改革派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占据了绝对优势,

积弊甚多的耶尼切里军团和西帕希骑兵部队也得到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

守纪律的近卫军成员被永远开除,且其子孙不再被录用,结果2/3的军团成

员被裁减,省下的开支则用于增加在编人员的薪水;通过向各省派驻监督

员,强制要求领地持有者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和应召出征,否则予以处决。①

总体而言,尽管当时的改革仍然主要集中在军事层面,但上述成就却显著提

升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战略动员能力。

对俄国而言,1774年的战争胜利,特别是之后吞并克里米亚的举动,并

未使其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反而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在第

五次俄土战争期间,奥地利为防止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受损,一度与奥斯

曼土耳其接近,当时身为俄国盟国的普鲁士则因担心被卷入俄奥冲突而试

图调解俄土矛盾。为了摆脱奥地利和普鲁士对俄土战争的干扰,叶卡捷琳

娜二世通过与奥、普两国在1772年共同瓜分波兰实现了利益交换。另外,法

国当时在七年战争中新败不久,英国出于英法对抗的需要乐于维系英俄友

好关系,这些因素共同为俄国的南向扩张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然而,俄国在赢得战争并成功攫取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之后,所获得的

国际支持大为降低。战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非但未释放出满足地区现状的

外交信号,反而着手制定旨在规划未来近东格局的“希腊计划”(Greek

Scheme),提出了与奥地利、法国、英国、威尼斯等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土耳其

势力范围的方案。“希腊计划”表面上显示了俄国与欧洲主要大国合作的意

愿,但也清晰显露出其追求黑海霸权的战略目标,而将塞瓦斯托波尔及赫尔

松作为黑海舰队基地的举措更是毫不掩饰其利用所占领土战略价值的企

图。如此便带来了破坏近东均势的潜在威胁,势必引起欧洲主要大国的强

① StanfordJ.Shaw,Historyofthe Ottoman Empireand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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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不满。作为奥斯曼土耳其的传统盟友,法国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军

事技术支持;英国新任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PitttheYounger)出于对

近东利益的现实考虑,转而奉行对俄强硬政策;普鲁士、瑞典、荷兰等国也都

与英国接近,纷纷反对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进一步侵略。① 在此背景下,

叶卡捷琳娜二世只得依靠渴望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

(JosephⅡ),两国于1781年缔结了为期八年的俄奥同盟条约,保证在对奥

斯曼土耳其作战时相互配合。但是,约瑟夫二世并不希望看到俄土战争的

再次爆发,他不仅在1783—178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极力调解双方矛盾,还

决定在俄土交战后尽量拖延宣战介入的时间。② 这样,在第六次俄土战争前

夕,俄国实质上陷入了较为孤立的境地。

在奥斯曼土耳其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呼声一直在激烈交锋,最终主

战派在政治精英内部占据了上风。颇具成效的军事改革提升了奥斯曼土耳

其的战略动员能力,俄国孤立被动的外交处境也让其看到了发动战争的良

机。面对俄国咄咄逼人的压力,奥斯曼土耳其的主战派急于一雪前耻,在政

策争辩中强调英国和普鲁士的国际支持,完全不顾盖兹·哈桑等少数温和

派有关英国和普鲁士无法提供切实财政和军事支援的提醒。③ 于是,1787
年奥斯曼土耳其向俄国发出了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撤军的最后通牒,

并在俄国拒绝后主动点燃了第六次俄土战争的战火。

(三)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埃及

二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

在1967年6月初,以色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在短短6天内

取得了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联军的压倒性胜利,占领了加沙

①

②

③

StanfordJ.Shaw,Historyofthe Ottoman Empireand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p.258.

MatthewZ.Mayer,“ThePriceforAustria’sSecurity:PartⅠ-JosephⅡ,the
RussianAlliance,andtheOttomanWar,1787—1789,”InternationalHistoryReview,

Vol.26,No.2,2004,pp.257-299.
StanfordJ.Shaw,Historyofthe Ottoman Empireand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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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等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埃及不仅

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损失,还丧失了西奈半岛等富有战略意义的广袤

领土,在与以色列的实力对比中处于明显劣势。但6年之后,埃及联合叙利

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事实上,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其

中,埃及与叙利亚复杂的关系是制约联盟力量的关键。叙利亚在1961年退

出了由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领导的阿拉伯合众国(UnitedArab

States),以表达对埃及地区霸权主义行为的不满,这使埃叙关系一度降至冰

点。①1966年后,叙利亚的激进派别通过政变掌握了国家权力,支持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纳赛尔为了维护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

位,并避免叙利亚的挑衅行为可能导致的战争危险,选择与叙利亚结成了针

对以色列的联盟。事与愿违的是,纳赛尔的结盟行为反而促使叙利亚对以

色列的强硬政策升级,以色列也因此对叙利亚大举报复并准备开启全面进

攻。② 埃及尽管也进行了战前准备,但仍坚持只有在以色列全面进攻的条件

下才会介入战争,这使得埃及的战略动员很不充分,在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

后迅速溃败。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也证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内

部是松散脆弱的,根本无力应对来自以色列的进攻。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让埃及蒙受了巨大耻辱,无论是纳赛尔在阿拉

伯世界的领袖形象,还是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地位,都因为战争失败而一

落千丈。不过,这也成为埃及开展更有效的战略动员的契机。从1967年开

始,埃及军队几乎一直处于全面动员的状态,常年驻扎在沙漠中进行训练和

演习。尽管接任埃及总统的萨达特(AnwarSadat)无法企及纳赛尔的个人

威望,但他通过宣布1971年为“决定性的一年”,仍然促使埃及军民继续忍受

巨大物质牺牲而投入国家战略动员之中。从1968年到1973年的5年间,埃

及为准备作战总共耗费了80~90亿美元,国防开支增长了近9倍,许多大学

①

②

关于阿拉伯合 众 国 问 题 的 研 究,参 见 Malcolm Kerr,TheArabCold War:

GamalAbdelNassarandHisRival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23-
25.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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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应征入伍的士兵服役长达5~6年。① 到了1972年,由于长期开展的

战略动员没有发展成对以色列的实际行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浮

现,首都开罗出现了持续两天的学生骚动,要求尽快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

动。② 萨达特在1973年3月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甚至直截了当地

说:“本国的一兵一卒、一草一木都在为现已不可避免的重新开战而认真地

动员起来。”③与此同时,埃及与其最重要盟友叙利亚的合作关系也在1967
年战争失败后变得更加紧密。在1973年5月和6月,萨达特两次亲赴大马

士革与哈菲兹·阿萨德(Hafizal-Assad)会谈,经过耐心的交流和劝说,最终

使阿萨德相信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仍然值得发动,并且只有两国在东西两

线协同作战方才有获胜可能。④ 在具体战争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埃叙双方的

国防部长和军事代表团互访多次,举行了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会议。从外

部盟友资源来看,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盟关系显著加强,与约旦、伊拉克、沙特

阿拉伯等准盟友的关系得到深化,埃及的国际战略动员能力明显强于第三

次中东战争时期,这也是推动其走向战争的一大动力。⑤

在以色列方面,为了改善自1948年建国起就受周围阿拉伯国家敌视的

不利国际环境,以色列注重通过技术援助和军火贸易等方式加强与广大发

①

②

③

④

⑤

穆罕穆德·海卡尔:《通向斋月战争之路》,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3页;AliDessoukiandAdelal-Labban,“ArmsRace,Defense
Expenditures,andDevelopment:TheEgyptianCase,1952—1973,”JournalofSouth
AsianandMiddleEasternStudies,Vol.3,No.4,1981,pp.69-70.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研组:《中东战争(下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

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42页。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调研组:《中东战争(下册)》,第51—52页。
同上书,第60—61页。
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夕埃及与主要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研究,参见斯蒂芬·沃

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121页;MichaelN.
BarnettandJackS.Levy,“DomesticSourcesofAlliancesandAlignments:TheCaseof
Egypt,1962—1973,”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5,No.3,1991,pp.381-393.
需要指出的是,约旦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消极应对埃及出兵请求,
这实际上缓解了以色列的作战压力,参见格哈尔德·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康幼

南译,北京:商 务 印 书 馆,1975年,第57—68页;DavidRodman,“FriendlyEnemies:

IsraelandJordaninthe1973YomKippurWar,”IsraelJournalofForeignAffairs,

Vol.6,No.1,2012,pp.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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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色列的这种外交策略收

到了良好成效,众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纷纷与其建交,使其外交局面大为改

善。① 同时,以色列与大部分西方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也有所巩固,美国更

是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对抗中保持着明显的亲以立场,给予以色

列坚定的政治支持。然而,在赢得第三次中东战争的胜利之后,以色列的国

际支持程度大幅降低,重新陷入了外交孤立的境地。

以色列的确曾因被阿拉伯国家合击而赢得有限的国际同情,但它在第

三次中东战争后对大片领土的持续侵占使其无法取得任何道义支持。特别

是在战后的和平条约谈判中,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

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确立了该地区战后和平的两项基本原则:以色列

从所占领土撤军,尊重并承认中东各国(包括以色列)的生存权。② 为落实安

理会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指派瑞典外交官雅林(GunnarAlfredJarring)

担任中东问题特使,调解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在萨达特灵活性外

交的助推下,埃及在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上作出让步,不再坚持以色列必须

首先从西奈半岛撤军,而是只要求以色列作出撤军承诺。然而,以色列不仅

宣称绝不可能后撤至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更是指责雅林超越了自身职

权。③ 在外界看来,以色列的表现是对主权原则的践踏及对联合国权威的蔑

视。由于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显著战略价值,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乃至

非洲大陆的安全威胁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被一再强调。非洲统一组织第十

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求以色列注意由于它不断进行侵略

和拒绝撤出受侵略国家领土而威胁到非洲大陆的安全和统一的危险”。④ 在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先后有十余个非洲国家宣布与以色列断交,1973年

9月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更是直接呼吁不结盟国家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

①

②

③

④

JoelPeters,IsraelandAfrica (London:AcademicPress,1992);谢立忱、李文

俊:《以色列的外交策略》,《西亚非洲》2007年第6期,第36—37页;闵捷:《技术援助与以

色列软实力构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1—113页。
尹崇敬:《中东问题100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18—519页。
徐向群、宫少朋:《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125—129页。
尹崇敬:《中东问题100年》,第674—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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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使以色列在整个第三世界陷入空前孤立。即便是原本支持以色列的

一些西方大国,也对其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常年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

英、法等国不但停止了对其武器供应,反而继续为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①

美国虽然仍是以色列的有力支持者,但出于与苏联缓和关系的需要,也不希

望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局势。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色列很难再像1967年

那样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一被动局面又因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重大失误

而导致了其在1973年战争初期的灾难。②

实际上,在复仇战争之前,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实力对比上仍然处于相对

劣势,而且埃及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裂痕也完全公开化。③ 但是,自身战略动

员能力的提升和对手国际支持程度的下降为埃及创造了发动战争的有利时

机,复仇心切的埃及决策层认为这一时机在美苏走向缓和的背景下会稍纵

即逝。于是,1973年10月6日,埃及联合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了复仇意味

鲜明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四)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对德法两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影响深

远: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并一举成为欧洲大陆的新兴

强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战争中垮台,建立伊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迫签

订屈辱和约,并向德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丧失了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

欧陆霸主地位。战争之后的法德关系持续恶化,但直至一战爆发,法国也没

有主动挑起针对德国的复仇战争。

1860年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主义色彩有所减弱,但拿破仑三世

(NapoléonⅢ)仍保持着对国家政权的高度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法

①

②

③

格哈尔德·康策尔曼:《第四次中东战争》,康幼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73—77页。

关于1973年战争前夕以色列情报部门失误的研究,参见AviShlaim,“Failures
inNationalIntelligenceEstimates:TheCaseoftheYomKippurWar,”WorldPolitics,

Vol.28,No.3,1976,pp.348-380.
关于埃及和苏联关系破裂的研究,参见穆罕穆德·海卡尔:《通向斋月战争之

路》,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0—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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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内动员效果。此外,频繁的对外用兵也使法国军队保持了良好的备

战状态。法国精英和民众总体上对经常性的对外作战持支持态度:一方面,

维也纳体系下备受孤立的法国亟须改善不利的国际环境,拿破仑三世积极

的外交政策恰恰有助于此;另一方面,法国在其参加的主要战争中都取得了

丰硕战果,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法国再次跃居欧陆第一,1859
年的法撒(丁)奥战争使法国得到萨伏依和尼斯,接连的军事胜利既增强了

法国的社会凝聚力,也降低了大众对物质牺牲的敏感程度。此外,通过1860
年的英法商约,法国引领欧洲大陆国家加入自由贸易体系之中,其工业革命

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加速进行,这与法国的帝国体制相结合,共同保证了法国

的战略动员能力。①

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遭遇了战略动员能力相对下

降的困境。诚然,法国在1872年宣布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改革大大有利

于其军队动员效果的增强,但因为法国精英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军队动员

无法成为以复仇德国为目标的战略动员的助推剂。② 首先,新政权的稳定

程度极低,共和派与保皇派围绕政体问题在国民议会内部展开了长时间的

激烈争论,最终才确立1875年宪法。尔后,法国从1878年到1896年先后经

历了24位总理,只有两位外长的任期达到两年。其次,关于普法战争后的国

家外交战略走向,法国政治精英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一部分精英极力主张

对德复仇,要求以武力手段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另一部分精英则强烈倡导

海外殖民政策,视英国为海外利益的主要竞争对手。③ 在社会大众层面,受

民族主义熏染较少的农业界利益群体,以及重视维持对外经济联系的金融和

工商界团体,均不希望对德战争再度爆发,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拉

开了距离,这种社会民意的对立状况进一步固化了精英层的分裂。④ 最后,法

①

②

③

④

DavidLazer,“TheFreeTradeEpidemicofthe1860sandOtherOutbreaksof
EconomicDiscrimination,”WorldPolitics,Vol.51,No.4,1999,pp.470-473.

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普遍义务兵役制改革的研究,参见楼均信:《法兰西

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37页。

RandallSchweller,UnansweredThreats:PoliticalConstraintsontheBalance
ofPower(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pp.79-80.

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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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议会和民众越来越无法忍受急剧增加的殖民成本,茹费理(JulesFerry)内

阁就因越南战场的挫折而垮台,这使得法国开展战略动员的阻力进一步

增加。①

普鲁士之所以能顺利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诸

强在战争期间大多保持了中立态度,而这与俾斯麦在战前的精心谋划密不

可分。在拒绝拿破仑三世关于索取南德地区领土作为法国在普奥战争中

严守中立的报偿的要求之后,俾斯麦故意将此消息泄露给南德诸邦,由此

得到了南德诸邦在普法战争中的坚定支持。在之后普法两国围绕西班牙王

位继承问题博弈时,俾斯麦又将威廉一世态度温和的电文私加修改,形成的

埃姆斯密电成功地刺激法国率先宣战,从而规避了普鲁士在战争中可能面

对的国际舆论压力。② 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因克里米亚战争而结怨俄国,

因法撒(丁)奥战争而结怨奥地利,又因在意大利统一过程后期放弃对其支

持而结怨意大利,这使得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开始时的国际支持程度远胜

法国。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结束后试图延续此前的外交策略,通过营造舆论环

境、构建联盟体系以压制法国,并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无法改变德国

国际支持程度显著下降的事实。在欧洲各国看来,普法战争的战后协议相

较于普奥战争严苛得多,德国无视英、俄劝阻执意索要战略价值重大的阿尔

萨斯和洛林,都是过于强硬的外交信号。③ 1873年,主张对德复仇的保皇党

在法国上台执政并加紧扩军备战,德法关系骤然紧张。俾斯麦故技重施,希

望利用这种紧张局势吸引其他欧洲大国的关注,从而借助国际压力迫使法

①

②

③

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殖民扩张的研究,参见JamesJ.Cooke,NewFrench
Imperialism 1880—1910:TheThird Republicand ColonialExpansion (Hamden,

Conn.:ArchonBooks,1973).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二卷)》,杨德友等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7—78页。
关于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战略考量的研究,参见 RichardHartshorne,

“TheFranco-GermanBoundaryof1871,”WorldPolitics,Vol.2,No.2,1950,pp.209-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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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动退缩。① 1875年4月9日,德国《邮报》发表题为《战争在望?》的著名

文章,明确指出法国正准备挑起对德战争,极力渲染紧张氛围。同时,许多

德国官员也在各种外交场合释放类似信号,在全欧洲掀起了一场针对法国

的舆论战。② 但此时的欧洲主要大国已不再站在德国一边,英国、俄国、奥匈帝

国等联合起来向德国施压,要求俾斯麦务必保证和平,德国一手操纵的“战争

在望”危机只得无果而终。此后,德国尽管依凭复杂精致的联盟体系暂时维

持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却在德法关系上丧失了普法战争前的那种舆论

优势。③ 俾斯麦去职后,过度自信的德国外交决策层更少地考虑国际支持的

重要性,温和外交信号的释放愈发少见,德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劣。

德国在普法战争后丧失大量国际支持的确为法国提供了发动复仇战争

的客观机会,充斥复仇主义情绪的法国也从未放弃收复失地的愿望。但是,

法国政权的持续动荡及精英群体和社会民意的内部分裂使其战略动员能力

难以得到保障,同样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始终笼罩着法国社会,对德复仇的

意愿在几十年内也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一战后法国对德国的极度羞辱证

明法国的复仇动机依然存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动员能力不足对复仇行动

制约甚大。

(五)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的巴基斯坦

受历史、宗教、地缘等复杂因素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在独立之后分别

于1947年、1965年和1971年三次开启战火。与前两次战争互有胜负的结

局所不同的是,印度在1971年11月至12月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取得了对

巴基斯坦的压倒性胜利。战后,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而独立为孟加拉

国,巴基斯坦失去了原领土面积的16%及原人口的56%,国家实力大大削

弱。尽管在边界争端、军备竞赛、核试验等问题上继续与印度针锋相对,巴

①

②

③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87年,第260页。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年,第21页。
对俾斯麦联盟外交的详尽分析,参见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

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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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却未再发动任何对印战争。

巴基斯坦国内的动荡局势为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提供了可乘之

机,由此导致的动员能力低下也为巴基斯坦的战败埋下伏笔。自巴基斯坦

建国以来,东巴地区的孟加拉族人就对中央政权心怀不满,因为占总人口

56%的孟加拉族人在政府机构中一直备受西巴基斯坦人的排挤,来自东巴

的农产品为国家贡献了大量外汇收入,但绝大多数却被用于西巴的社会建

设,东、西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① 1970年,在东巴基斯

坦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占据了国民议会多数席位,提出了

以“东巴自治”为核心诉求的《六点纲领》。对此无法接受的巴基斯坦总统叶

海亚·汗(YahyaKhan)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组织并将

军队开入东巴,众多孟加拉族难民逃亡印度,巴基斯坦内战很快外溢为1971年

南亚危机。在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的领导下,印度于1971年

11月21日不宣而战地对巴基斯坦实施军事干涉,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爆

发。② 面临国内分裂危机的巴基斯坦在战前动员上显然不及谋划已久的印

度,在战争中始终陷于被动,最终只能接受被肢解的结局。

战后,反对叶海亚·汗的示威游行蔓延全国,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无能

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达卡投降的耻辱。在这一背景下,佐勒菲卡尔·阿

里·布托(ZulfikarAliBhutto)成为新一任巴基斯坦总统,开始着手国内改

革。此后,1973年宪法保证了中央政府的强大,降低了地方独立性及其对国

家凝聚力的破坏。鉴于第三次印巴战争的起因之一是巴基斯坦军方对东巴

人民联盟鲁莽的武力清剿,适当削弱军队势力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并保持政

府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就成为布托的紧要任务:一方面对军队领导层进行了

更细致的职权分配,将原来军队总司令的职权一分为三;另一方面大举增加

军费开支和扩大军队规模。同时,新政府还建立治安防卫部队,以维护国内

政治稳定,避免再次出现类似1970年东巴动乱的事件。在经济领域,布托宣

①

②

RounaqJahan,Pakistan:Failurein NationalInte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2).
关于印度军事介入东巴危机动因的分析,参见ZaglulHaider,“ARevisittothe

IndianRoleintheBangladeshLiberationWar,”JournalofAsianandAfricanStudies,

Vol.44,No.5,2009,pp.53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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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实施工业和金融机构国有化,提高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控能力,暂时抑

制了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趋势。① 在战争惨败、国家分裂的背景下,上述改

革措施因在巴基斯坦精英和大众群体的认知中具有较高合法性而得以顺利

落实,巴基斯坦的战略动员能力得到提升。

尽管巴基斯坦在战争期间得到了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支援,但叶海亚·

汗政府对东巴地区的军事镇压使其获得的国际道义支持相当有限。无论是

就手段还是就效果而言,美国与中国提供的战略支援都收效甚微。② 迫于美

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且受制于国务院、国会、新闻界对印度的同情,尼克

松(Nixon)和基辛格(Kissinger)虽在外交决策中保持了对巴基斯坦的偏袒,

却并未提供足够改变战局的军事支持,而且中止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

和经济援助。③ 中国则因为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且面临苏联在北方边

境的强大军事压力,同样没有介入印巴战争,所作出的战略支援与第二次印

巴战争时期相去甚远。④ 相反,印度在发动战争之前做了大量工作以争取国

际舆论支持,同时通过化解东巴人道主义危机塑造了自身行动的合法性。

1971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对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

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为军事介入东巴事务创

①

②

③

④

S.J.Burki,PakistanunderBhutto,1971—1977(London:PalgraveMacmillan,

1980),pp.70-114.
中美两国对巴的实质性军事支持行动包括:美国向孟加拉湾派遣航母,中国在

喜马拉雅山北麓大规模调动军队,参见 MichaelWalter,“TheU.S.NavalDemonstration
intheBayofBengalduringthe1971India-PakistanWar,”WorldAffairs,Vol.141,

No.4,1979,pp.97-112;张威、刘子奎:《中国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反应和对策》,《当代

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97—102页。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录全集·白宫岁月(第三册)》,杨静予等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091—1169页;GeoffreyWarner,“Nixon,Kissingerand
theBreakupofPakistan,1971,”InternationalAffairs,Vol.81,No.5,2005,pp.1097-
1118;SyedHussainShaheedSoherwordi,“USForeignPolicyShifttowardsPakistan
between1965&1971Pak-IndiaWars,”JournalofSouthAsianStudies,Vol.25,No.1,

2010,pp.34-35.
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联盟关系的研究,参见成晓河:《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

变:1962—1965》,《南亚研究》2009年第4期,第10—23页;成晓河:《第二次印巴战争中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7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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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① 尤为关键的是,印度与苏联在1971年8月9日签

订了为期20年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凸显了强烈的军事结盟色彩。

苏联在战争中为印度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情报资料,并在联合国安理会连

续3次否决中美等国有关印巴双方立即停火撤军的提案,这是印度获得决定

性胜利的重要原因。②

对印度十分有利的是,尽管印美关系由于第三次印巴战争而跌入谷底,

但印度在战前争取的国际支持并未被过度消损,印度与苏联的准联盟关系

则一直维持到冷战结束。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印度的战争目标相对有

限,没有进一步侵占巴基斯坦的领土,其对东巴人道主义灾难的军事干预甚

至具有一定正义性。正因如此,受印度支持的孟加拉国在成立后迅速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并于1974年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相互仇视并未随第三次印巴战争结束而消失,但巴

基斯坦在近半个世纪内都没有主动挑起对印战争。③ 虽然巴基斯坦的战略

动员能力在孟加拉国独立后有所提升,但作为战胜国的印度却仍旧保持了

较高的国际支持程度,这显然抑制了巴基斯坦发起复仇战争的欲望。由此,

双方在民族的仇恨情绪中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的和平。④

五、 结 论

通过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本文的两个基本假设得到了实证检验。案

例1和案例2重在验证两个假设的可信性,即当两个自变量的变化同时符合

①

②

③

④

S.R.Sharma,BangladeshCrisisandIndiaForeignPolicy(NewDelhi:Young
Asia,1978),pp.94-126.

张威:《1971年南亚危机与苏联的政策与反应》,《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

29—31页。
关于印巴敌对关系长期持续的原因的探讨,参见 T.V.Paul,“Whyhasthe

India-PakistanRivalryBeensoEnduring?PowerAsymmetryandanIntractableConflict,”

SecurityStudies,Vol.15,No.4,2006,pp.600-630.
印巴双方发展核力量也是抑制南亚地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印度虽然

在1974年先于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但其核武计划因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而长期停滞,
直至1998年才与巴基斯坦几乎同时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因而,以1971—1998年的

印巴关系作为负面案例也是可行的。感谢专家关于这一案例解释限度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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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条件时,因变量的变化是否符合假设的推测结果;案例3和案例4重

在验证两个假设的必要性,即当只有一个自变量的变化符合假设的条件时,

因变量的变化是否符合假设的推测结果。如表3所示,经检验,两个基本假

设既是可信的也是必要的。

表3 案例总结

战争案例
战败国的

战略动员能力

战胜国的

国际支持程度

战败国是否

发动复仇战争

第五次俄土战争 上升 下降 是

第三次中东战争 上升 下降 是

普法战争 下降 下降 否

第三次印巴战争 上升 持平 否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只有当先前战争既使得战败国的战略动员能

力有所提高、又使得战胜国的国际支持程度有所降低时,战败国才很有可能

发动复仇战争。在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战败国决策层的沮丧情感

趋于轻微而仇恨情感趋于强烈,战败国的战争成本趋于降低而战争收益趋

于增加,仇恨情感夸大复仇机会,复仇机会激活仇恨情感,这正是战败国发

动复仇战争的动因所在。

长期以来,国际冲突研究一直存在着两条从行为体视角出发的研究路

径:一种是侧重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主义解释,另一种是侧重情绪、情感、

知觉、直觉等因素的政治心理学解释。随着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重构,两种路

径从早期的相互竞争以寻求对另一方的替代,逐渐发展为相互补充以寻求

对经验事实的更好解释。本文发现,即便在情感因素发挥重大作用的复仇

战争这一经验现象之中,理性选择仍然在战败国的复仇决策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有必要将理性—情感互动视角纳入国际冲突研究,乃至广义的外交政

策分析之中。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建立在其情感状态的基础上,情感因素也

需要通过成本—收益结构的激发或限制而产生作用,国际冲突研究应当重

视也可以实现理性主义路径与政治心理学路径的真正融合。

本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为危机管控和争端防范提供政

策启示。近年来,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陷入了争端反复发生的困局中,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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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难题。尽管中国通过战略战术的

有效运用,在很多争端解决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为了实现地区局势和

双边关系在争端平息后的长久和平稳定,中国应当在争端博弈和解决过程

中高度重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其一,积极传递相对温和的外交信

号,避免使用带有蔑视态度的外交语言和外交姿态,尤其避免在争端平息后

继续对受损方进行言辞羞辱。其二,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不轻易违反国际规

范,并在争端平息后明确表达自身战略目标及其有限性,重视对国际舆论的

主动引导和及时反馈。其三,认真观察和应对国内舆论的发展变化,尽力避

免激进民族主义和大国中心主义等社会情绪的蔓延,以免国际社会对自身

战略意图作出错误判断。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密切关注争端受损方的国内

政治动向。假若争端受损方此后加快了社会动员的节奏,或在大众民族主

义整合下形成了更强大的国家凝聚力,那么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以疏导受

损方的仇恨情感、积极防范争端的再次发生就是极为必要的。概言之,伴随

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争端解决,专

注长远的以德服人或应成为更高层次的追求。


